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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华简《诗》类文献看先秦楚地《诗》教特征

禄书果

摘 要 清华简中的《诗》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地用于王室贵族教育的《诗》选本，与

儒家编订的《诗》选本存在共同文献来源，经过楚国史官和乐官的重新整理编订，杂入了具

有楚地巫祀文化特征的《祝辞》等咒语诗。《诗》教是战国楚地贵族教育的核心内容，楚地

《诗》教侧重“以《诗》儆戒”“以《诗》明德”“以《诗》达情”的功能，在于以“诗义”培养德行，

以“诗乐”陶冶情操。楚地《诗》教发轫于西周时期的礼乐之教，成型于春秋时期的六经之教，

在战国时期接受儒学影响，转型为德政之教。战国时期列国注重事功的政治导向对《诗》教

产生消极影响，清华简反映出战国后期楚地《诗》教地位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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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六经”之学尤以《诗》教影响至为深远，《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 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以《诗》。”可见

《诗》教在先秦时期之盛行。儒家《诗》学传播与楚地《诗》教构建存在诸多关联，楚地对《诗》学的接

受，一方面是出于提升政治、文化、外交影响力和发展贵族教育的需求而主动接受周王室“礼乐文化”的

结果¬ [1]，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儒学和“六经”在楚地传播的深刻影响 [2] [3]。楚地《诗》学的确立是以楚人

对“六经”和儒家诗学思想的接受为基础，而楚地《诗》学的兴盛和楚国统治阶层对“礼乐之道”与《诗》

之德育、教化功能的主动施用，共同推动了楚地《诗》教的繁荣。刘冬颖指出：“从出土楚地简帛涉及到

《诗经》的篇章内容来看，无论其作者为谁，是否楚人，是否在楚国讲学，都足以说明一个问题：楚国受到

儒家 ‘诗教’ 思想影响很大，其对《诗》的接受与认同的程度可能还在中原各国之上。”[4]（P127）从近年
的大量楚地出土文献材料特别是上博简、清华简中的《诗》类文献来看，这一看法是符合事实的。

学界以往的研究多由于传世文献中缺乏可靠材料，无法深入全面地揭示儒家《诗》学在楚地的传

播情况，但日渐丰富的出土文献特别是楚地简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新契机。刘冬颖结合郭店简和上博

简对先秦楚地《诗》学的传播情况和楚地《诗》学特征作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但未及采用清华简中的

《诗》学材料。马银琴也关注到战国时期《诗》在楚国的传播情况，探讨了战国时期儒学在楚地的传播，

遗憾的是同样未及采用清华简中的《诗》类文献材料 [3]（P143-162）。高华平、李璇结合马王堆帛书、郭

¬ 西周早期，楚地与中原的交流仍处于被动状态：“周王朝对楚蛮的统治和影响是强制性的，同时也有歧视性，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物质文化的生

产方面，对荆蛮都是采取限制态度”。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楚国在军事实力提升和地域版图扩张之后，开始明确表达其政治诉求：“我有敝甲，

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史记·楚世家》），甚至觊觎王权并“问鼎”于周王室（《左传·宣公三年》）。至春秋战国时期，提升政治、外

交影响力成为楚国主动学习接受以礼乐之道和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的主要动因。

 先秦诸子之学在楚国皆有传播，其中尤以儒学及“六经”传播最广。据史籍记载，不但孔子曾经“游楚”，七十子及其后学中，馯臂子弓、吴起、陈

良及荀子等都曾先后在楚地传播儒学思想。高华平先生对孔子及七十子后学“游楚”和楚地“六经”文献的传播情况皆有考辨，详见高华平《先

秦诸子与楚国诸子学》及高华平、李璇《由楚地出土文献看“六经”在楚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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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楚地简帛材料，较为全面地对儒家“六经”在楚国的传播情况进行了梳理，但在探

讨楚地《诗》学时仅提到清华简《耆夜》篇收录的《蟋蟀》一诗 [5]（P126-139）。
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对楚地《诗》学的研究多侧重于探讨儒家《诗》在楚地的传播过程和相关影

响，却忽略了无论是儒学南渐传入楚地之前，还是儒家《诗》学和儒家思想全面传入楚地之后，楚地

《诗》教都是不断发展且具有内在连续性的教育体系，具有相对独立的教育传统和悠久的历史渊源。那

么，楚地《诗》教具有哪些文本特征和文化特征，先秦时期《诗》教在楚地发展历程如何，战国时期楚地

《诗》教又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本文拟通过对清华简《诗》类文献的考察，尝试对以上问题加以探讨，

以就教于方家。

一、清华简《诗》类文献的篇目范围与判断标准

学界一般认为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的楚地竹简，目前已整理出版的前 7 册篇目内容，涵盖类别有
《诗》《书》《易》《春秋》等，其中所见《诗》类文献多为不见于今本《诗经》的“逸诗”，但学者们对清

华简中《诗》类文献的具体篇目范围仍有不同意见。

关于清华简中《诗》类文献的界定，李守奎先生认为：“诗类文献以记录诗的内容为主，兼叙诗的创

作和使用过程。《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之诗》（即《芮良夫毖》）3 篇已经公布了。其他叙事
作品中也有唱和的诗，但以叙事为主。”[6]（P291-298）黄甜甜在博士论文《清华简“诗”类文献研究》
中将《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耆夜》等 3 篇作为《诗》类文献加以阐释研究，讨论了儆、毖之诗
的文体源流 [7]（P106-138）。还有学者从《诗》学研究视野对《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耆夜》从不
同角度加以研究，显然都是以这些篇章属于《诗》类文献作为研究前提。江林昌先生则注意到清华简

《祝辞》与先秦巫术咒语诗的相似之处，认为《祝辞》是特殊的楚地巫祝诗歌，这一判断扩大了清华简

《诗》类文献的认识范围。此外，清华简《金縢》篇记载有“周公乃遗王诗曰《鸱鸮》”之事，虽然没有

详细记录《鸱鸮》的文本内容，学者一般认为就是今本《诗·豳风·鸱鸮》，则《金縢》似可看作是关

于《鸱鸮》的“诗本事”，但也有学者认为“清华简《金縢》表明《鸱鸮》并非周公所作而为周公所用”[8]

（P30），《鸱鸮》当作于周公之前，是周族居豳期间所作。据《尚书·金縢》记载：“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
曰《鸱鸮》。”《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毛诗序》曰：“成

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古代郑玄、孔颖达、朱熹等学者皆认为《鸱鸮》乃

周公所作，崔述、傅斯年等学者则认为不必拘泥于陈说，《鸱鸮》乃周公援引豳地风诗以明己志。今人曹

胜高通过对考古资料的考察，指出鸱鸮是商族战神符号，《鸱鸮》是周族居豳所作而非周公所作，旨在表

达对商族的不满。清华简《诗》类文献的争议集中在《芮良夫毖》的文本性质上，赵平安先生认，为从

文本结构和韵文特征方面来看，《芮良夫毖》应属于《书》类文献而非《诗》类文献；陈鹏宇也主张应将

《芮良夫毖》划归《书》类文献；李学勤、姚小鸥、马芳、马楠等学者则倾向于认为《芮良夫毖》属于“毖”

体的《诗》类文献 [9] [10] [11]。

综合来看，李守奎先生关于“诗类文献”的判断依据是较为中肯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记载

了周公在成王即位典礼上所作毖诗四句和成王所作组诗九首，《芮良夫毖》记载了芮良夫所作毖诗两

首，《耆夜》记载了周武王和周公在伐耆凯旋的饮至典礼上所作诗歌五首，《祝辞》收录了五首用于巫祝

仪式的咒语诗歌。清华简中记录有《诗》文本内容和记载《诗》创作背景的《周公之琴舞》《耆夜》，从

文体形式和用韵特征来看属于诗歌体裁的《芮良夫毖》《祝辞》，作为先秦楚地用于《诗》教的文本，都

应当视为《诗》类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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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华简《诗》类文献的文本特征与思想倾向

与今本《诗》对比，除了作为楚地咒语诗的《祝辞》性质特殊外，清华简其它《诗》类文献表现出

以下共同特征：首先，清华简中所收录诗篇的创作年代集中在从武王到厉王之前的西周时期，且以武王、

成王时代之诗居多。其次，清华简中提及的诗篇除了《蟋蟀》《敬之》《鸱鸮》见于今本《诗经》，其它诸

如《耆夜》所录《乐乐旨酒》《輶乘》《英英》《明明上帝》，《周公之琴舞》所录儆毖组诗，《芮良夫毖》

所录毖诗，皆不见于传世文献。再次，清华简中的诗篇多具有典型的“乐诗”特征，如《周公之琴舞》记载

周公和成王作诗时分别“琴舞九絉”，并云“元内启曰”“再启曰”“三启曰”“乱曰”，《耆夜》记载武王和周

公作诗皆称“作歌一终”，《芮良夫毖》记载芮良夫“作毖再终”“絉”“启”“乱”“终”都是用于乐诗的乐章结

构和演奏顺序的文本符号 [12]（P51-61）。此外，《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诗前皆有小序，《耆夜》篇
首关于饮至典礼的背景介绍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乐乐旨酒》等五首组诗的小序，这与今本《诗》所传

《毛诗序》的形式是很相似的，也说明了“诗序”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

清华简《诗》类文献与今本《诗》的最大差异在于保留了显著的“乐诗”特征，这一方面体现在《周

公之琴舞》《耆夜》中的诗篇皆以组诗的样式出现，而今本《诗》皆为单篇而无组诗；另一方面体现在清

华简中保留了“琴舞九絉”“启曰”“乱曰”等乐章演奏的原始符号，而今本《诗》没有这些原始特征。从

《诗》教的发展历程来看，具有音乐性是早期《诗》的典型特征，清华简中的《诗》是服务于“乐教”的乐

诗，儒家所传《诗》则是服务于“德教”而侧重于解读“诗义”的纯文本。徐正英先生认为，“将《周公之琴

舞》视为先秦时期有代表性的一种《诗经》作品原始存在形态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它代表的是“未经孔

子删定整理过传至战国中期的一组《诗经》作品完整形态”[12]（P52）。由此观之，清华简《诗》类文献
是早于孔子编订“诗三百”之前的早期《诗》文本，其来源可能是西周时期用于礼乐仪式的周王室“乐教”

之诗，并传播到楚地成为贵族教育的《诗》类教材。此外，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又见于今本《诗·

唐风》，虽文句略有出入，但二者显然存在共同的文本来源；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的《敬之》也见于

今本《诗·周颂》，且文句基本相同，这些证据都说明楚地用于贵族教育的《诗》选本与儒家所传《诗》

选本必然存在共同的文献来源，应当都是源自春秋之前西周王室所编《诗》类文本¬ [13]（P135-295）。

三、从清华简看楚地《诗》教的思想主旨及文化特征

《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说：“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

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且夫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明行

以宣翼之，制节义以动行之，恭敬以临监之，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可知春

秋时期楚国已将《诗》教纳入贵族教育体系，并且高度重视《诗》的德育教化功能。申叔时把《诗》教

的功能主旨概括为“耀明其志”“诵《诗》以辅相之”“德音以扬之”，这揭示了春秋时期《诗》教的三个功

能：一是学习《诗》义以提升道德修养，树立远大理想；二是通过诵读《诗》文来辅佐君王以及在外交场

合“赋《诗》言志”来发挥《诗》的政治交往功能；三是发挥《诗》乐的“乐教”功能。《礼记·乐记》：“天下

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申叔时所说“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

浮”的功能与此一脉相承，即通过音乐和诗歌来陶冶培养人的性格情志。

清华简《诗》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国《诗》教所用教材，从文本的思想内容来看，基本延续了春秋

时期楚《诗》教的教育主旨并加以深化扩展，其教育主旨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以《诗》儆戒”。《周公之琴舞》记载周公和成王在成王即位典礼上所作组诗，所表达的最核

¬ 马银琴认为《诗》在西周至少经过周康王、周穆王、周宣王、周平王时期的四次结集整理，这一判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由此可以推断，西周

时期官方每次对《诗》的大规模整理结集都必然形成不同版本的《诗》文本面貌。此后，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传播中，经过不同地域、不同

授习传抄途径，逐渐形成内容各有差异、版本复杂多样的《诗》文本，但这些《诗》文本的主体内容都是来源于西周时期官方历次整理结集的

《诗》。春秋时期楚地所传《诗》文本，同样来源于王室整理结集的《诗》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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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容就是“儆戒”。在周公仅存的半首“多士儆毖”中，告诫群臣“无悔享君，罔坠其孝”，说祀奉君王和

祖先要无怨无悔，孝道不要中道废弃。成王组诗也多次强调“敬之”，不但诫勉群臣而且用以自警。《芮良

夫毖》是芮良夫在国家危难之时儆戒君臣的一篇长诗，开篇就反复呼吁“敬之哉君子”，篇末再次强调要

“畏哉”，通篇都是谆谆告诫君臣要齐心谋政的忧患之辞。《耆夜》记载饮至典礼上君臣饮酒庆功，前四首

诗歌皆为赞颂贺词，周公最后所作《蟋蟀》充满了忧患意识，强调“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惧”，儆戒君

臣要在胜利中保持清醒头脑。

二是“以《诗》明德”。“德育”是楚地《诗》教的核心主旨之一，作为《诗》教选本的清华简《诗》类

文献凸显了这一主题。《周公之琴舞》组诗中“德”字直接出现 4 次，反复强调要“文非易帀”（修养文德
不改易）、“弼敢荒德”（为政不敢废文德）；《芮良夫毖》中“德”字共出现 8 次，芮良夫将“德”与“刑”并
举，警告说“不秉纯德，其度用失营”。《耆夜》记载周公所作《英英》诗云：“毖精谋猷，裕德乃救”，将战

争的胜利归因于“德”。

三是“以《诗》达情”。抒发感情是诗的一项基本功能。从《楚辞》可以看出楚地《诗》学具有悠

久的抒情传统，上博简《孔子诗论》记载孔子说“诗亡隐志, 乐亡隐情, 文亡隐意”，强调诗乐的抒情功
能。“以情解《诗》”也是《孔子诗论》的特征。上博简是战国晚期楚简，说明楚地《诗》学的抒情传统

接受了儒家《诗》学的影响。清华简《耆夜》5 篇诗歌主题都是抒发战争胜利的喜悦之情，《周公之琴
舞》《芮良夫毖》以儆戒为主旨，同时也表达了深刻的忧患之情。《金縢》中周公遗成王以《鸱鸮》之诗，

实际上是在表达对王室的忧患之情和自身的孤愤之情。

总体来看，“以《诗》儆戒”“以《诗》明德”“以《诗》达情”从三个不同层面强调了《诗》的德育功

能和政教主旨，并将“德政”作为政治教育的核心加以凸显。《周公之琴舞》和《耆夜》中的诗歌还带有

显著的乐诗特征，通过语音和语义的双重层面实现其教育功能，以“诗乐”陶冶情操和以“诗义”培养德行

都属于楚地《诗》教之宗旨。

关于清华简墓主的身份，李学勤先生认为：“清华简的墓主人，可能是史官一类的人。”[14]（P105）从
清华简的内容来看，不排除墓主人是接受过系统教育的楚国贵族或专职从事贵族教育的师傅之官的可

能性，清华简应该是楚国用于贵族教育的教材文本，虽然抄录年代约在战国中晚期，但从文本内容多为

商、周史事来看，其编订成书年代应当远早于此，在楚国经过了漫长的抄写和流传过程，烙下了楚文化

的印迹。学界一般认为楚文化起源于长江流域，在发展过程中也接受了中原文化和三苗文化、吴越文化、

巴蜀文化、东夷文化等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 [15] [16]，清华简《楚居》也证实了先秦时期楚族早期活动范

围主要在江汉流域。从文学形式上来看，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文体上受到了夏商古歌谣和

商周所传《诗》的影响，作为楚地《诗》学的产物，清华简《诗》类文献中也保留了一些楚文化元素的

特征。有学者关注到《周公之琴舞》与《楚辞》之间存在的关联，如李颖认为，《周公之琴舞》的“琴舞

九絉”与《楚辞·九歌》等篇在采用的文体形式上同属“九体”，并通过考证指出“九体”源自夏代用于祭神

礼仪的古歌《九歌》[17]（P19-29）。汤漳平认为，屈原《九歌》是楚国王室祀典 [18]（P19-27）；李炳海则
认为，《九歌》蕴含有东夷文化的基因 [19]（P101-112），与《九歌》所用“九体”相类似，在传播过程中经
过楚人编订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在文体形式上同样反映出楚地诗歌的文体特征要素。清华简《诗》类

文献中还收录了具有典型楚地巫术特征的《祝辞》，当是楚地用于祝祷仪式上的歌辞。《汉书·地理志》

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五祀”之祝祷仪式自春秋至汉代广泛流行于楚地 [20]（P95-101），上博简《鬼
神之明》等出土文献也反映出战国时期楚地仍颇为盛行祝祷之术，《周公之琴舞》与《祝辞》同在清华

简中出现，说明战国时期楚地《诗》教具有一定的巫祀性质，《诗》与巫祝歌谣同属于贵族教育的学习

内容。

¬ 俞伟超先生认为：“楚文化应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某一支所发展起来的……楚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曾不断地受到周围其他民族

文化的影响。”见俞氏《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及《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等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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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春秋战国时期楚地《诗》教的发展历程与态势

《国语·楚语》中申叔时提到的《诗》等典籍是春秋时期楚国贵族教材，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从

内容来看，很可能都属于楚国贵族教材选本，可知楚地《诗》教渊源久远，而且选用教材的文本范围也

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与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环境和政治导向变化密切相关。从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

献来看，楚地《诗》发轫于西周时期的礼乐之教，成型于春秋时期的六经之教，在战国时期接受儒学影

响转型为德政之教。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

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清华简《楚居》也记载了楚族先祖世系和居处迁徙。

在楚国建立之前，夏商之际的楚族被称为“荆楚”“蛮荆”或“楚蛮”。《商颂·殷武》：“维汝荆楚，居国

南乡。”殷商时楚为南方方国。但胡厚宣先生认为楚族本来居于东夷，后来才迁往南方：“金文中伐楚伯在

奄，而奄在鲁曲阜之地，知楚之必在东方也，……惟其后，东方民族多相率南迁，而楚民族势力甚强，及渐

扩土于南方之江汉流域。”[21]（P54）
楚族经过与江汉流域各部落不断融合，在商末周初正式建立楚国。相传楚族先祖鬻熊曾担任周文王

之师，《史记·楚世家》：“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鬻熊在担任周文王之师的过程中必然接触到文王所藏

典籍，西周时期楚国开始接受周王室的礼乐之道和诗书之教。《史记》记载“鬻熊子事文王”，当是指鬻熊

受封子爵于文王，楚国正式作为诸侯国受封于周是在成王之时，鬻熊的曾孙熊绎是楚国的始封君。《史

记·楚世家》记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左传·

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王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可知楚君熊绎曾历事

成王、康王两朝。郑玄《诗谱序》云：“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周

公“制礼作乐”是在成王之时。据史书记载，成王在位期间，周公曾经因为流言而奔楚避祸。《史记·鲁周

公世家》云：“及成王用事, 人或谮周公, 周公奔楚。”《史记》虽未记载周公奔楚的细节，但熟知诗书礼乐
的周公必然为楚国接受礼乐文化和《诗》的传播提供了契机。

春秋时期，楚国国势逐渐强盛，对中原渐生觊觎之心。《史记·周本纪》载：“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

之戎，次洛，使人问九鼎。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楚兵乃去。”楚庄王自公元前 613 年至公元前 591 年在
位，在位期间选贤与能，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最终名列“春秋五霸”之一。春秋时期楚国不但在政治、军

事方面取得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开始有意识地主动接受和学习周王室的《诗》《书》等“六经”之教，

春秋时期流行赋《诗》之风，《诗》教已经转入“以《诗》为聘问歌咏之手段的时期”[13]（P249），教育和
培养政治外交人才成为楚地《诗》教的现实功用，也推动了楚地《诗》教的繁荣。《左传·定公四年》记

载楚国以“上国”自居，这种文化自信显然源自对礼乐文化的接受和掌握。

春秋时期楚国《诗》教不但有了经过初步编订整理的《诗》文本教材，根据楚国官制，还设置有大

师、师、少师、傅、太傅、少傅等专门从事王室贵族教育的职官。春秋之际的时代风气和列国之间军事、

文化的碰撞交流，也促进了楚国《诗》教的发展。一方面，“赋《诗》言志”成为春秋之际流行的外交辞

令，据《左传》记载，楚国在外交聘问等场合引《诗》、赋《诗》的频次在列国之间居于前列，并且有其独

特的用《诗》方法和体系¬ [22] [23]，楚国贵族对《诗》的娴熟是楚国贵族长期接受《诗》教的必然结果，

这也说明楚地《诗》教之盛。另一方面，楚国与诸侯之间的频繁战争，促进了《诗》《书》等典籍的传播

和文化交流。王室史官以及诸侯国贵族逃难至楚国，更带来了周王室和列国典籍文化。《左传·昭公二

十六年》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又《左传·僖公二十六

年》载：“桓公之子七人，为七大夫于楚。”此外，孔子曾经游历楚地传播儒学，《庄子·达生》记载“仲尼

¬ 关于《左传》中记载楚人用《诗》情况的详细统计和相关讨论，可参看王清珍《< 左传 > 中的楚人引 < 诗 >》及毛振华《< 左传 > 赋诗
研究》等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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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楚”，《孔子家语·致思》也记载“孔子之楚”，孔子及其弟子促进了《诗》和《诗》教在楚地的传播。据

《孔子家语·好生》记载，孔子曾对楚庄王表示赞赏：“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

信，不能达其义，匪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孔子对楚王的欣赏可能源自楚地对儒家学说和诗书之教的

接受，儒学南渐和儒家对《诗》教的推崇，客观上促进了楚地《诗》教的发展繁荣。

战国时期，受时代环境影响，楚地《诗》教进一步转向以“德政”为核心的政教功能。德育原是周代

贵族教育的核心内容，《诗》是承载德育功能的核心文本。《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

《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周礼·地官司徒·师氏》：“以三德

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儒家通过对《诗》的整理编订

进一步凸显其德育功能，受儒学影响，清华简《诗》类文献反映出楚地《诗》教具有明显的德育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战争更加频繁，强国武力兼并弱国的形势加剧，政治形势的变

化必然在《诗》教等文化层面产生影响，春秋时期盛于一时的《诗》教至战国后期开始在列国呈现颓

势。刘毓庆、郭万金写有《战国反 < 诗 > 学思潮与 < 诗 > 学危急》一文，略云：战国乃《诗》学危急
时代，危急来自两方面，一为时代对诗礼的排挤，二为诸子的反诗学思潮。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

被彻底的边缘化。马银琴指出：“战国时代《诗》的传授在官府与民间遭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

面，当《诗》的教习失去了带来现实政治利益的功效时，《诗》必然受到统治阶层的冷遇。与此同时，由

于儒墨等私家学派的传习，《诗》在民间获得了较为广阔的空间。”[24]（P4）将清华简《诗》《书》类文
献之间的数量略作对比，也能略窥战国时期楚地《诗》《书》之教地位的升降趋势。清华简中《诗》类

文献共 4 篇，合计约 64 支竹简；清华简《书》类文献共 15 篇，合计约 221 支竹简，无论是篇数还是简
数，《书》类文献都远多于《诗》类文献。尽管清华简目前尚未全部整理完毕，据整理者介绍《诗》《书》

类文献已公布殆尽，已公布的清华简《书》类文献规模整体上远胜于《诗》类文献，而且《诗》类文献

还杂入了诸如《祝辞》这类巫祝歌谣，战国后期《诗》教在楚地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呈现下降趋势。春秋

时期盛行的“赋《诗》言志”之风，至战国时期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失去外交辞令功能的《诗》在楚地

贵族教育体系中逐渐被边缘化，战国时期列国注重武力和事功的政治导向不可避免地对《诗》教产生

消极影响，《诗》教开始淡出官方视野转为主要通过民间诸子私学传播。与《诗》类文献相比，《书》类

文献更具政治功用和指导现实的价值，清华简《书》类文献就保留了大量商、周时期的王室政治文书和

重要历史档案，《书》中记载的历史成败经验能够为争霸天下的列国君主提供更多政治借鉴，在选用人

才和治国牧民等方面也能够从中获得政治智慧，这就使得《书》教在楚地教育体系中相对《诗》教更受

重视。从清华简可以看出战国后期楚地《诗》教之下降和《书》教的相对上升，这也映射出整个战国时

代《诗》《书》之教的历史走向和传播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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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by The Book of Songs in the
Region of Chu in the Pre-Qin Period from Literatures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Lu Shuguo (Zhe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iteratures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was used as the textbook
anthology to educate nobility of loyal families in the region of Chu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having
the same literature source as that of The Book of Songs anthology compiled by confucianists. It was
included into incantation poems including ZhuCi etc.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witch sacrificial culture
through rearrangement and compiling by official historians or musical officials. The education by The
Book of Songs was the core content of nobility education in the region of Chu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educ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focused on the functions of “ The Book of Songs was
used for warning”, “ The Book of Songs was used for making clear morality”, and “ The Book of
Songs was used for conveying emotion”, with the education aim at cultivating moral integrity by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Book of Songs ”, and cultivating taste by “the music of The Book of Songs
”. The educ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Chu was developed in the education of rites and music in
the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matured in the education of LiuJing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n converted into education of moral politic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ile the educ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was passively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 orientation of affairs and contribu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singhua bamboo slips reflect the status declination of educ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the region of
Chu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Key words Tsinghua Bamboo Slips ; Rui Liangfu Bi ; education by The Book of Songs ; Confucius
Commentaries on the Book of So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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